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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界普遍认为，交易安全是物权行为理论的主要功能之一，然而笔者不以为然。物权行

为理论对于交易安全的保护一方面忽略了相对人的主观状态，一般性地将物权无因化的制度

设计超出了交易安全应有的范围，恶意第三人亦得以取得不正当利益；另一方面，物权无因

并未能规避无权处分行为的产生，要完整保护交易安全，依然需要善意取得制度的辅助，导

致了制度设计的冗杂。物权行为理论用于保护交易安全的精确性和完备性都存在重大缺陷，

交易安全难以再称之为物权行为理论的功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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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物权行为理论是《德国民法典》的最显著标志。中国自近代以来，为建立近

现代法治体系，进行了卷帙浩繁法律移植工作，尤以在沈家本先生领导下的“清

末修律”最为典型。从那时起理论完备、体系严谨的德国民法对中国民法的制定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六法全书”悉数废除，“旧”民法

只在台湾地区继续实行，以至于其成为世界上除德国以外的极其罕见的第二个采

物权行为理论的国家或地区。我国大陆地区虽效法苏联，曾经否弃物权概念和物

权理论，但自改革开放以后，服务于市场经济的民事立法不断颁布，学界关于我

国是否应采物权行为理论的纷争从未休止过。即便是 2007 年《物权法》出台，

第 15 条似乎确立了所谓“区分原则”，然而这一似是而非的条款并未真正解决这

一问题，对于物权行为理论的争论也并没有因此得到平息。 

对于争论这一命题的基本路径，笔者认为，正如弗卢梅先生所言，是否采用

抽象原则，并非先验正确与否的问题，更多的是在合理解决纠纷的考量下进行的

目的论权衡。因此，对于物权行为理论的基本功能的论述则成为支持派的主要着

力之处。 

维护交易安全一直以来被学者视为物权行为理论的重要功能，甚至认为“物

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的主要功能在于保护交易安全。”1即便是有学者提出，交易安

全并非这一理论的设计初衷2，但依旧不否认客观上物权行为理论对维护交易安

全的重要意义。 

对于“物权行为理论是否能够有效维护交易安全”这一命题，争议颇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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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行为的无因性设定，使得原物主不可依债的原因而从第三人处追夺物之所有权
3，确定的所有权对于“动”的安全之保护的益处，看似是一个当然的结果，然

而其暗含的语境在于其与法国式的“债权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比较，而非

对于建立善意取得制度与公示公信原则的“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现代

立法相比较。若能以此为参照，对物权行为理论进行深入分析则不难发现，物权

行为理论并不能切中交易安全的要害，其对交易安全的保护的不精确性既体现在

无法全面解决交易安全问题，又在某些方面导致了过度的保护，换言之，对于物

权行为理论与交易安全功能，制度与功能出现了整体性的偏差，问题没能解决，

反倒导致了某种额外的风险，这一特点与阑尾之于人体的关系颇为相似，这也是

笔者文章题目的旨趣之所在。 

另外，物权行为理论的反对者对于“交易安全功能论”的批驳，多集中在其

对于出卖人利益的忽视，从而在此意义上给法律交易的安全和效力带来了危害4。

这一“另辟蹊径”的说法看似巧妙，实则偷换了交易安全的概念，因此并不能对

原观点造成本质上的冲击。因此，笔者将依旧从“动”的安全的角度，论证“交

易安全并非物权行为理论的功能”这一论断。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并非表明笔者支持或反对物权行为理论的立场，而

仅仅是对于物权行为理论众多功能中的一个——“交易安全”进行批驳。至于“我

国立法是否应采纳物权行为理论”这一个复杂的论题，学界前辈们已经进行了充

分的讨论，以笔者之学力，尚难对此有所建设性的讨论。 

二、何种语境下的何种交易安全 

“开宗明义，正本清源”，为避免讨论陷入无意义的“定义”之争，几个讨

论的前提需要明确。那就是今天我们讨论的“交易安全”是何种交易安全？论证

某一功能是否应归属于某一法律制度又该在怎样的语境下探讨？ 

1.交易安全是“动”的安全 

对于交易安全的概念，虽然在讨论民法尤其是买卖法时被大量使用，但鲜有

法学学者对这一概念进行系统、完整、一致的定义。但一般语境下，交易安全应

为相对于“静”的安全的“动”的安全，这一点殊无疑问。 

郑玉波先生认为，“动的安全乃吾人依自己之活动，取得新利益时，法律上

对此项取得行为进行保护，使其不归于无效，俾得安全之谓，此种安全之保护，

系着眼于利益之取得，故亦称‘交易安全’。”5日本学者我妻荣先生亦认同此说6。

此外，纵观中外法学论述，多以此意义上使用交易安全概念7，所以笔者以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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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另外，相对于原权利人而言，第三人代表着整个社会的交易安全秩序8，在

一般情况下更值得保护，唯此才能保障交易的安全和效率，这也是交易安全的题

中之义。 

2.交易安全功能的语境设置 

在断定“交易安全是否属于物权行为理论的功能”这一命题时，便会产生“在

什么情况下才可以说某种制度具有某种功能”的疑问。笔者认为，任何一项制度

都并非十全十美，即便是仅仅就解决如“交易安全”这某一个问题而言。如同我

们在讲“宪法具有人权保障功能”时，并非有了宪法，人权就能得到切实的无死

角的保障，而是在说“宪法的颁布和有效实施有利于人权保障”，这是相对于没

有宪法的情况而言。同样，“物权行为理论是否具有保护交易安全的功能”这一

论题其实在问“物权行为理论是否有利于更好地保护交易安全。”因此，本质上

是一个以哪一种替代制度为参照的问题。 

“物权行为的无因性设定，使得原物主不可依债的原因而从第三人处追夺物

之所有权”9依此，确定的物权归属是物权行为理论保障交易安全的方法。这里

与“安全”相对的“危险”，是指的“原物主依债的原因从第三人处追夺物之所

有权”，这一结论的隐含前提在于纯粹的债权意思主义或债权形式主义的立法模

式，而不考虑在债权形式主义立法模式下相配套的公示公信原则与善意取得制

度。如若我们仅仅把保护交易安全着眼于前手交易物权归属的无因确定，而不考

虑无权处分制度的设计的话，那么这个结论自然是可以成立的。然而问题在于，

在债权形式主义立法模式下有重要的善意取得制度保护交易安全时，那么再将这

一制度选择性忽略而空谈两种物权变动模式对保护交易安全的优劣，这样的讨论

得出的结论是毫无意义的。 

因此，如若进行有价值的讨论，使结论能够对采何种立法模式进行选择这一

现实问题具有指导意义，则必须在建立了善意取得制度和公示公信原则的债权形

式主义的语境下，通过比较得出何者更有利于保护交易安全的结论。 

三、物权行为理论保护的过度——恶意第三人 

对于恶意第三人的保护，是物权行为理论的最致命问题，直至今日，支持物

权行为理论的学者未能就此提出完善的自圆其说的解决方案。如若诉诸侵权或不

当得利等其他债法救济途径，依旧丧失了物的追及效力，其对原权利人的保护依

旧不足。 

1.“安全”的界限 

“安全”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同理在交易中，“交易安全”的保障也仅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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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较低层次的保障，如若过分强调第三人的利益，则必然逾越“安全”的界限，

而演化为某种“特权”，成为不公的来源。而“安全”与“特权”的界限，就在

于恶意的交易行为是否依旧得到保护。交易安全为交易主体之合理信赖利益的安

全10，这种信赖换言之就是指的主观上的善意。 

按照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的本旨，物权行为的效力不受债权行为的影响，无

论原因行为效力如何，也无论第三人有无善恶意，均可以取得对财产的所有权，

这完全不符合私法的本意11。 

虽然原权利人确实一定程度上具有轻率处分其权利，不能对自己的财产善良

管理的过错12。但恶意第三人对明知的具有原因瑕疵的财产的觊觎，与此相较，

显然更不值得保护。 

2.善意恶意的区分可能 

有学者认为，作为第三人主观心态的“善意”实难利用一个客观标准进行规

制13。这一点笔者不以为然。在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帝王条款的私法之中，当

事人主观上的善恶意具有重要意义，是判断诸多法律行为效力的依据，若仅以“善

意为主观心态”来论证其不可操作性，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在实际操作中，“善意”的确定一般以占有、登记等公示公信形式来进行推

定。因“不知”是一种消极状态，其主要举证责任自然不在“善意人”，而在原

权利人。肯定相对人依法取得公示的物权，恰恰是公示公信原则的题中之义。 

即便是在不动产领域，虽然不动产登记簿的一定程度上对于物权状态具有较

强的公信力，但现代社会不动产交易日渐频繁，其个别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因

此不动产登记的公示公信效力同样不宜绝对化。在不动产领域善意取得依旧具有

其适用的空间14。 

因此，与善意取得制度相比，物权行为理论对于交易安全的保护忽略了相对

人的主观状态，而是一般性地将物权无因化，其制度设计过于粗糙，导致超出了

应有的保护范围，恶意第三人亦得以取得不正当利益。 

四、物权行为理论保护的不足——无权处分 

倘若物权行为理论仅仅在保护交易安全的过程中出现了过分保护的情形，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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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旧至少达到了对交易安全的完备的保护，那我们尚可以将交易安全归入其基本

功能。毕竟在抽象的制定法领域，制度的完备性在一定程度上必然要以牺牲其精

确性为代价。但物权行为理论在保护交易安全方面的完备性上却难以令人信服。 

1.物权行为无因性对善意取得的依赖 

物权行为理论解决的是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的效力关系问题。处分行为只是

不受负担行为无效的影响，但其本身的效力同样受到法律行为一般规定的制约。

在物权合意出现瑕疵的情况下，真实的物权状态与外在形式同样可能发生偏差，

在这种情况下，善意相对人依其对物权公示的信赖，同样需要交易安全的保护。

在无权处分的情况下，物权行为效力问题的逻辑过程已然走完，但交易安全问题

却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即便是在完全采用物权行为理论的《德国民法典》中，

仍然有善意取得制度存在的必要15。 

这样便导致了物权行为有效时靠物权无因，物权行为无效时靠善意取得。这

样凭空增加了制度设计的复杂性。物权行为理论挤压了一部分善意取得制度适用

的空间，但对于保护交易安全的效果上，却丝毫没有什么进益。所谓“物权行为

理论与善意取得制度相配合”，不过是“一人的担子两人挑”的另一种似是而非

的说辞。 

2.物权无因与交易安全需求的本质背离 

第三人作为交易的相对人，其所要求的安全，并不取决于标的物的物权是否

无瑕疵，因为无论是否采用物权行为理论，作为继受的物权效力都必然受到先手

交易法律行为的制约，且都在第三人控制范围之外，而第三人唯一可控的，便是

确认标的物是否以法定的公示方式予以呈现。因此法律若去依靠增加实际的物权

状态的确定性来保障交易安全，正如物权行为理论所做的那样，是治标不治本的。

根本的途径在于，无论物权实际状态如何，只要有法定的公示形态，那么第三人

的信赖利益就理应得到保护。因此，以公示公信原则为基础的无权处分情况下的

善意取得，才是保护交易安全最切中要害的方式。这也解释了为何在物权行为理

论的语境下，《德国民法典》依然需要善意取得制度去完善交易安全的保护。而

在债权形式主义的语境下，虽然没有物权无因的保障，但善意取得制度依旧足够

全面而精确地维护了交易安全。 

一言以蔽之，维护交易安全的本质途径在无权处分制度，而非物权的无因性。 

五、结语 

萨维尼为交易安全而创设物权行为理论，是目前学界的一种较为普遍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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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然而这一想当然的误解早已被现有研究推翻。德国学者雅科布斯指出：“有

人认为，萨维尼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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